
一、引 言

杜赫德（ ）神甫的名字永远和《中华帝国志》、《耶稣会

士书简集》联系在一起。他在法国文学史中的地位与《一千零一夜》

的译者安 加朗（托尼 的地位相差不远。他关于中

国的知识并不是第一手的；这些知识来自于他的同行们。然而他却

很善于选择整理这些知识，以致 世纪的作家们都援引他的作品。

杜赫德当时的工作，正如我们所料的一样，是 世纪前半个世

纪的法国耶稣会士们对中国的研究。这个世纪的法国思想经受了一

次深刻的变革；中国至少是间接地以它与希腊、拉丁、基督教迥异的

文明加速了人们思想的转变，对于那些聪明、睿智的人们来说，这种

文明不仅是令人佩服的，而且它尤其是理性主义和克己主义的。对

于哲学家们来说，能够发掘这种文明该是多么大的意外收获啊！

世纪初，在中国的耶稣会士们都是些科学家和道德家。继利

杜赫德的著作及其研究

①本文为阎宗临博士学位论文，用法文写成， 年在瑞士印刷出版。全文由北京

大学葛雷先生翻译，比利时新鲁汶大学阎守和博士、浙江大学计翔翔教授

校 。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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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窦之后，他们以高度的机智和坚韧的毅力来耕耘这块神圣的土地。

他们方法上的基本点是：为使中国人民信教，首先他们自己得在文化

和语言上成为中国人。而后，在掌握了孔子哲学的同时，他们以为便

可以得心应手地把中国人置于福音的灵光之下，最后，同当时倾向于

积极进取的中国人那样，他们企图用科学征服中国的人心。这种办

法是值得称赞与令人钦佩的，它使得他们在各种情况下获得研究中

国并深入到其文明中去的良机。

但是，这种办法也同样使耶稣会士们处于一种非常微妙的境况，

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如果把基督教作为绝对真理，中国人绝不会对

它感兴趣。由于拉丁的严格性与中国人的中庸精神相抵触，如果天

主教作为来自西方的某种哲学而出现，那它就会如同佛学一样，又存

在着失去自身面目的危险。耶稣会士们体验到这种悲剧性的困境。

礼仪之争仅仅是两种运动斗争的结果。不管是耶稣教士还是他们的

对手，似乎都既不全错，也不全对。

在 世纪，耶稣教教士们以极端欧化的报道而成为拉丁世界追

求异国情调的主要引路人。在这个总体思想趋向解放的世纪里，作

家们不仅借鉴了他们的事实，而且向他们借鉴了某些与自己思想有

关的论据，以至在写作中守旧的文人指责耶稣会士们是为异教徒服

务的。假如这些人稍稍想到他们的真正目标，他们的指责或许就不

那么激烈了。他们压倒一切的目标是在于传播福音。他们既没有在

中国成为纯学者的打算，也没有取悦于他们在法国的同胞的意图。

可以肯定，耶稣会士们从文化的角度揭示了中国。任何人要谈

论中国，即使在现在都必须求助于耶稣会士们写的东西，特别要借助

于杜赫德神甫的《中华帝国志》。在这不朽的著作面前人们思忖着

耶稣会士们是否真的了解了中国，依我们看来，他们介绍的知识值得

相信，但也是些经验主义的知识。可以说耶稣会士们把中国拍摄下

）保证说来，但不是画下来。这里有很大差别。维厄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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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过去，对于我们来说，再也没什么可取的了。” 这纯粹是无

知的傲慢。因为真实的中国，我是说它的灵魂与文化，还尚未被欧洲

所认识。

当耶稣会士们到达中国时，在中国的知识界产生了什么样的反

应？当他们传播他们对于中国所写的东西时，在法国的精神上又引

起了什么反响？他们如何能获取那样多的知识？他们主要写些什么

内容的东西？在这篇谨慎的微不足道的论文里，我们想对这些问题

做出回答。

每当我们阅读关于 世纪以前研究中国的作品时，法国存在的

偏见总给我们强烈的印象。对于我们来说，盲目的赞赏就等于根本

的否定。我们依据中法两国的各种文献资料，像法官们伸张正义所

做的那样，来恢复中国的庐山真面目。不建立在最值得信赖的文献

基础上的论点，我们连一个也不发表。

这部作品分为六章：我们叙述中国教外文人如何尊重耶稣会士，

以及康熙皇帝和传教士之间的关系；由于皇帝的保护，耶稣会士们在

知识界展开了哪些活动。由于拥有传教士们的文字资料，杜赫德神

甫写出了著名的作品《中华帝国志》，我们试图衡量一下它的实际价

值。杜赫德的作品在 年发表之后对作家们产生了一种巨大的

影响，我们将以特殊方式研究其中的三位作家：孟德斯鸠

、魁、伏尔泰（ 奈（

这里要说明一下，我们曾受益于很多先前的作品，特别是皮诺特

先生的著作。我们先生、陈垣 无意写一部包罗万象的

作品，只就有关问题表示自己的见解，这可以帮助西方人更好地深入

了解耶 世纪法国文学所做的贡献。稣会士们对

（ 一） 年以前法国对中国的认识

在 世纪以前，多亏 波罗 鄂多立克了马可

德 ）的波多诺纳（ 作品中的契丹，这个对中

① 维厄 尔（ 《年代悠久的中国 页，》第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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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古老称呼早已驰名欧洲。这个被人们叙述得那样美妙的神奇的

国度，像惹人喜爱的魔术一样，影响着欧洲人的想象。她在哪里？确

实存在吗？

世界地理中托勒密（ ）错误观念的受害者们，欧洲的学

者们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自 年英诺森四世（从

和 年、 年路易九世（ ）的使节到来以后，人们确信

契丹的存在，但人们不知道她的确切位置在哪里。此外，很快流传欧

洲的支那一词提示了另一个问题。契丹和支那是表示同一个国家还

是两个不同的地区？传教士们通过寻找在契丹的基督教徒来消除这

个难点。

）请罗耀拉（ ）确切测定沙勿略（

月年 日写信给前他所经过的地区的“气候、温度”。后者

者：“从中国出发，我打算去耶路撒冷，当我知道了路程的距离时，我

但是八个月以后他死了。我们对中国的地理方面将写信告诉你。”

的情况， 世纪的人们，中国还就再也不知道更多的东西了。对于

是一个未知的世界，她与欧洲没有任何官方或其他的往来。

严格地说，认定契丹就是中国，应归功于利玛窦 波罗。以马可

指示的迹 年访问了南京之后，写道“：符合象为基础，利玛窦在

我的假设的是波罗说的人们到达这座城市（南京）是通过一条叫做

‘江’的河。在中国，人们的确是这样称呼这条河的，不过人们还加

上了扬子江（ ）的称呼。另外，他说在这条河的南方

有八个王国，这是该河这一边中国的八个省。而在河的北边有七个

王国，这是中国十五个省份中的七个省。因此，依我之见，契丹不是

不同于中国的一个王国；波罗说的大的国王只不过就是中国的国

王 。 从这时起，人们最终使中国上了世界地图。

中国与欧洲之间变得来往很频繁了。从 年利玛窦去世到

裴化行（ ：《鄂本笃① 兄 页 ，天弟在上亚洲的穆斯林中》第

津，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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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名法国耶稣会十到达中 位传教士的名字出国期间，有

上，但是关于现在《传教中国之耶稣会诸神父名录》 中国的认识仍

然相当模糊。 ）在他的论文中出色地谈论了中国，他蒙田（

的话已经描绘出为伏尔泰所清晰描述的中国之轮廓，然而他们缺乏

准确性。他说道：“在中国，没有我们的商业性和知识性，但王国的

管理和艺术之卓越绝伦，在若干方面超过了我们的典范，它的历史使

我们觉得世界是如此广阔而且丰富多彩，这是无论我们的古人和今

人所不能体会的⋯⋯” 但是，这仍使我们注意到蒙田的兴趣一直延

伸到中国，他的兴趣开创了转向远东的异国情调的法国文学。

中国仅仅被很有学问的人所了解，而这种人的数量是很有限的。

在 年之前，为数众多的作家还在创造中国的传奇。在一本名为

《中国和东京崇拜、风俗、爱好和习惯之关系》的书中，我们读到这样

天真的话：“此外，不应该忽略中国人的相当可笑和奇特的一种习

俗：他们的妻子在生孩子之前，那怕是在一两个小时之前还在从事家

务劳动，好像什么事也没有似的（因为她们体格太健壮了）。而丈夫

天；如果生说上床就上床，如果妻子生了一个女儿，便可躺 个男孩

躺 天；即使在这个期间，他也要由妻子来伺候和服侍，就像丈夫是

产妇一样。” 这纯粹是一个臆想中的叙述。我们绝对不知道这种希

奇古怪的习俗存在于中国的什么地方！然而我们也知道法国人对于

中国的看法，甚至现在，仍是一个荒唐可笑的主题。因为在法国文学

中有一个以旅游者叙述为基础的传统，而这些旅游者的目的不在于

学习而在于消遣。

耶稣会士们怀疑这些可笑的故事，并且经常抱怨学者们。巴多

明（ ）神甫写 麦郎（信给科学院领导人德

说：“我看到过一些夫妻关系的情况，其中，除了夹杂着些粗鲁而

高田（ 页，世纪中国研究史片断》第 巴黎 年。

蒙田（ 《随笔》第 册第 篇第 章第 页，斯托夫斯基出版社，

年。

《中国和东京崇拜、风俗、爱好和习惯之关系》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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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没有什么太引人注目的东西。”①

世纪，在利玛窦神甫以后，中国变成了有闲作家的相当新鲜

的主题。他们惟一的目的在于说些非同寻常的事物和能够取悦于读

者的东西。然而我们也要指出，使一个国家了解一种外国的文明，这

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任务。要确切地评价一些本国以外的观念和习

俗，需要时间和开放的精神。

此外，欧洲人对茶叶的了解，也表 世纪关于中国的知识明在

是多么不清楚。 年 月 日，普庇斯在他日记中叙述道“：我

派人去 高找一杯茶（一种中国的饮料），这东西过去我从未喝过。”

田（ ） 世纪，茶叶才将最终被不无道理地说“：只有在

欧洲所接受。”③

可以说 年以前，对欧洲人来说中国仍是个神奇的国度。然

而经过法国耶稣会士们研究之后，至少在某些方面中国变得“比欧

。洲的若干省份还出名”

（二）耶稣会士到达时中国知识分子的状态

为了更好地理解 世纪中国在法国所获得的声望，有必要形成

一种对这个国家知识分子所处的精神状态的正确看法，这种精神状态

是在耶稣会士到达时的情况。人们过于经常想象中国是一成不变的，

不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教育上，都不会发生演变。这是一个误解。

年）到明朝垮从宋朝建立（ 台（ 年），这期间，一种新哲

学 新的儒学思想产生了。这种学说吸取了六百多年的中国思想

①《耶稣会士书简集》第 卷第 页。神甫还说道：“然而，假如这些稀有的篇章

能逃脱时代的不公，而在千年之后在某个著名的图书馆的废纸堆里保留一二的

话，可能会有某只慈悲之手把它们从灰尘中拔出来，一家出版社也会为公众服务

并使他们懂得 世纪末的中国的实况。可是由于前前后后的优秀作家所写的

东西没有这种机遇，所以人们才毫无根据地说时代变了。”

② 世纪的转引自高田：《中国在 法国》第 页，铭文研究院讲座汇编，

年

④ 页，《中国驱逐耶 年 转 引 自 马 尔 蒂 诺稣教徒实录》第 世纪法国

页，阿舍特文学中的东方》第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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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它的出现原因有二：

年 ）、唐（ 年）两朝，经济其一，在隋（ 发展很

快，由于生活变得不那么艰难了，人们开始寻求豪华与娱乐，在

年的天宝时期，安史之乱宣告了这种物质文明的末日来临，被战争与

物质财富搞得疲惫不堪的知识分子转向一种更富精神的、简朴好静

的内心生活。

其二，在佛教引进之后， 年一位杰出的印度禅宗派人物菩提

达摩 到了广东，以后一度定居在河南的嵩山。他创立

了禅宗学派。文人们起先对佛教持冷漠态度，但到了唐朝中期，他们

分成了两个营垒：以韩愈为首的反佛教派和支持佛教的佛教派。这

时，禅宗主义者们改造了他们的理论，取消外部的矫饰，集中精力于

内省，这恰好迎合了中国这一时期的精神需要。

新儒学只不过是儒学和佛学的一种混合。起先的儒学很少谈到

本质，只谈人命与天命。为了置身于精神实际中，可以说它几乎排除

了所有玄学。创新者在以他们的观念与佛学相悖的借口下，创立了

新的玄学。其形式仍是儒学形式，但是，它的实质是佛学。最杰出的

年的哲学家代表人物是去世于 王阳明，他的基本思想可以总结

为：上天是存在的，绝对的，而且是人的归宿；对于人来说，意识就是

上天；通过天生的本性，它向我们揭示善与恶、该做与不该做的事情。

当这种新玄学在社会上流传时，文人们处于麻木状态，为了捍卫

王阳明的真理，终于产生了可悲的争论，新儒学风尚盛行，甚至将军

们也想阐明他们关于本质与意识的见解。他们中最优秀者仅知道撰

写一些伦理学的格言，其他人则只是寻找消遣。新儒学的蜕化，是明

月年 日的灾难，皇朝覆灭的主要原因之一，它导致了 帝自

缢于煤山，明王朝就这样覆灭了。

因此，文人们在有了这种相当的理想主义的哲学的同时，又受辱

于明的后继者满洲人的统治，于是他们抛弃了这种思潮而趋向于积

极的研究。

这种反映从好几个方面表现出来。首先，王阳明学派失去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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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威望。明朝的覆灭给它以致命的打击。明代伟大的哲学家刘宗

周（蕺山）死于 年，他是第一位改革王氏理论的人。他的基本

思想凝集于这样一句话：“再好的理论也抵不上一个微小的行动。”

从这时起，人们不为学习而学习，而为行动而学习。他严厉地攻击不

符合实际的儒学，并创造了一种新的哲学气氛。不少杰出的作家追

随这个运动。除刘宗周外，还有朱 、黄黎州舜水（

、顾炎 ）等。他武（ 、王船山（

们的行动扩展到两个领域：一、为恢复汉族的统治而开展反满斗争；

二、恢复儒学的真正的论点与思想，使之不被错误的观念所歪曲，从

而导致了一场复古运动。

随之，人们开始着手于本质哲学的研究。从新儒学的创立开始，

知识分子倾其全力于人文哲学研究上，但他们跌入了陈规旧套。而

一些人确信积极的研究是会有成果的。因为通过经验他们可以验证

自己研究的对象。这里有两位作家特别值得我们注意：徐霞客和宋

应星。

徐霞客（ 是一位伟大的地理学家，为了研究山脉与

河流而周游各地，足迹遍布整个中国。他的著作《徐霞客游记》不仅

具有文学价值，而且特别具有地理学价值。潘稼堂在前言中写道：

“霞客之游，在中州者，无大过人，其奇绝者，闽、粤、楚、蜀、滇、黔百

蛮荒徼之区，皆往返再四，其行不从官道。⋯⋯向来山经地志之误，

厘正无遗。⋯⋯然未尝有怪迂侈大之语，欺人以所不知。”

另一位作家是宋应星。他死于康熙皇帝执政初年。他是一位伟

大的博学家，其代表作《天工开物》按科学分法论述食物、服装、家

具、颜色。此外，这部著作中有为数众多的图画，这些图画简明扼要

地 藤（ ）这样评价这部著作：说明了他的论点。 世

纪以前在工业方面没有一本著作能超过它，即便是在全世界，这部著

作也是无与伦比的。”

最后，是佛教的改革。这时，禅宗达到鼎盛时期，但是，由于它的

玄奥晦涩，人们觉察到它的思辩与其说是照亮人类的智慧，不如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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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人的智慧受到蒙蔽。于是一种反对派出现了，一位南宗僧人袾宏

，死于 年），成为了这场改革运动的倡导者。他写

了许多小作品，并建立了虔诚的法规。由于大朴大智的指引，他懂得

滔滔不绝地谈悟性是危险的，应该强调的是实践的理性。

我们可以用两句话来描述 世纪末中国知识界的状态：由于它

的主观主义的形而上学，新儒学再也不能保持自己的权威，知识分子

为改变国家的文化和政治状况而不断地寻求积极的知识。这就说明

了耶稣会士们的成绩，这些耶稣会士们在利玛窦之后，给中国带来基

督教的同时，也带来了科学。

（三）明末清初被中国知识分子所评价的耶稣会士

当明朝末年传教的耶稣会士到达中国时，他们带来的不仅是一

种新的宗教，而且还有科学知识。在中国知识界，这两种东西的传入

产生了怎样的反响呢？换言之，面对这种文化与信仰，中国的文人作

出了何种反应呢？

随着利玛窦的作品的发行①，为数众多的知识分子对传教士给

予很大关注。尽管学术思想不同、传统不同，但他们之间的关系密

切，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些良好的关系与其说是宗教的，不如说是以

科学为目的的。我们看到了倾向于正面学习的这时期一般的思想精

神。耶稣会士们以其执行命令的天才的灵活性，很快明白了科学的

重要性，于是科学后来成了他们传教的最好手段。

欧洲的科学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打开了一个新世界。学者韩思昆

）写道“：约在万历皇帝（ 年在

位）统治中期，利玛窦到了中国。从点、线、面、体积开始，他创立了

几何学。他按照几何的方法构成的形与物是非常准确的。”耶稣会

士们给中国学者们的礼物总是科学仪 月 日卜文年器。

① 利 玛 窦 中 《天主实义》文作 《几何原本》六卷品目录： 《交友

《论》 西国记法》 《测量法义》 《二十五言》 《勾股

义》 《徐光启传》 辩学遗 《浑盖通宪图说》。

《同文算指》

畸人十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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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甫在写给他兄弟的信中有些很有气（ 趣的报道：“可以

使他们感到高兴的差不多是这样一些东西：表、望远镜、显微镜、眼镜

和诸如平、凸、凹、聚光等类的镜，漂亮的风景画和版画，小而精致的

艺术品，华丽的服饰、制图仪器盒、刻度盘，圆规、铅笔、细布、珐琅制

品等。

这些物品受到中国文化人的高度评价，能使他们作出更深入的

研究。但是，在思想狭隘的人中间，西方科学的优越性引起了不信任

和怀疑。就像当人们第一次面临浩荡的大海，他们表现出一种恐惧。

利玛窦 年到达北京时，正值中日冲突，人们不相信他，当时的报

道把他当成一个日本间谍。

这种对传教士们的不信任归因于他们的科学能力和两个并非不

重要的原因：首先，在中国历史上从军事上看，明朝是最软弱的朝代

之一，它经历过众多的外部失利，例如，日本在沿海省份的掠夺，蒙古

王国国王的专横。对于外国，明朝保持着一种防御态度，它表现得如

果说不是害怕至少也是不信任。其次，传教士们会制造大炮。

年，应阁臣徐光启的要求，皇上命令神甫罗如望（ 、龙华

民（ ）制造大炮和阳玛诺（ 用以抗击日本海盗。

年）向崇祯皇帝，死于年毕方济（

年在位）建议“：在这关键时候，为了强国利民、一统天

下，必须改历；为了提供军费，应该开挖矿藏；为了自己，应向欧洲购

买大炮；为了陛下同自己的敌人斗争，仅献四门大炮的区区薄礼，它

们肯定能使您战绩卓著和获得意外的满意。” 此外，毕方济和一些

葡萄牙军队在 年的事变之后，还支援明朝王室反对满清。

当欧洲舰队带着大炮和装备到达中国时，人们以为他们是来征

服中国的。学者全祖望（ ）的诗是这种思想状态的见证：

”

《耶稣会士书简集》第 卷第 页。关于画像，我们这里有一个有趣的材料写

道：请仅为我们送来救世主 圣母、罗耀拉、沙勿略、格扎维埃守护神等像。但他

们除了露出脸和手以外，不要暴露身体其他部位，不然他们对我们有害无益。

萧一山：《清代通史》第 页卷第 ， 海 年。

第 10 页



五洲海外无稽语，奇技今为上国收。

别抱心情图狡逞，妄将教术酿横流。

天官浪诩庞熊历，地险深贻闽粤忧。

夙有哲人陈曲突，诸公幸早杜阴谋。

年在陕甘总督福康安接到的圣旨上有这样的话：“近闻西

洋人与回人本属一教，今年甘省逆回滋事，而西洋人前往陕西传教

者，又适逢其会。且陕甘两省，民回杂处，恐不无勾结煽惑情事。著

传谕福康安、毕沅，务须不动声色，留心防范，严密访拿。”

经多次调查，福康安写了一份报告，我们用几句话概括如下：根

据刘多明我（ ）的供词，天主教完全不同于伊斯兰教，

他们吃猪肉，七天中有两天斋戒，他们敬仰惟一的上帝，并遵守十戒。

我觉得这些话是善意的。欧洲人不是伊斯兰教徒，因为他们不知道

《古兰经》。

然而，不应认为所有的中国人都表现出对传教士的不信任和恐

惧，很多非天主教的中国学者为修道士辩护。沈德符在其名为《万

历野获编》的著作中指出：一般而论，天主教是佛教的一个分支，它

的学说是非常诱人的。如果我们以为他们，如利玛窦、王丰肃（

是到我们国家来搞间谍活动并伺机应变，我们就从

根本上大错特错了。

由耶稣会士带来的基督教同样引起了敌视，反天主教思想在很

多著作中占统治地位。但这种不利于基督教的思想与其说出自敌

意，不如说来自无知。将近明末，在《罪言》中，王朝式（

）写道“：最初，入华欧洲人仅仅 位，现在多不胜数。过去仅仅

在南京用天堂的诺言来吸引人民，现在，在好几个省流传。过去仅仅

地位低下的人接受圣油和圣水，现在文化人也这样做而且十分起劲。

这些人甚至撰写序言和跋，以此而夸耀传教士们的美德，并跻入我们

的圣人行列！假如过去的文人看到这种情况，他们会不禁失声恸哭，

因为我们正在坠落。”

年，另一位作者郁 谈到天主教时说：“诱永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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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其教中，中国人士被惑，多皈其教者。今各省郡县卫所皆有天主

堂，扃门闭甚密，外人曾不得窥见，所有不耕不织，所用自饶。皆以诱

人入教为务，谓之‘化人’。”

其实这是在赞美。很遗憾，他们没有就这种吸引人的方法向我

们提供更多的细节。只要看到传教士的热情得到的好结果就够了。

在另一部名为《破邪集》的书中，我们看到给人印象更深刻的引证，

黄贞写道：“迩来有天主教中人利玛窦、会友艾姓儒略名，到吾漳。

而钝汉逐队皈依。深可痛惜。更有聪明者素称人杰，深感惑其说，坚

为护卫，煽动风土，更为大患。”

如果我们仔细地探究不信任的原因，我们会觉察到基本的异议

之一是基督教的排他的特性。由古希腊精神转化来的经院式哲学给

了他们太多的思辩。传教士们忘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教养完全不同

于西方。

此外，传教士中那些不是耶稣会士的人太强调教理，这种强调使

他们失去了中国人的人心甚至精神， 同时这种强调也引起礼仪之

争。中国人对宗教不感兴趣，而这些宗教的代表者们却对一些教义

和礼仪问题争执不休。此外，这些教徒不懂汉语，更不懂这个国家的

历史，他们冒失地宣称，中国人是偶像崇拜者，因为他们还保存着对

孔夫子和先辈的祭祀。在皇家档案的第十一部卷宗中，我们读到康

熙皇帝如下的话：“因自多罗来时，误听教下阎当，不通文理，妄诞议

论。若本人略通中国文章道理，亦为可恕。伊不但不知文理，即目不

识丁，如何轻论中国理义之是非？”

同样，我们应强调人们该把反天主教运动归于宗教礼仪的纷争。

康熙多次声称：“中国的天主教徒应随从利玛窦规矩。否则，这种宗

教信仰于中国有害。”这个证据使我们看到，如果说从一开始非天主

教知识分子谈起天主教都摇头咂舌的话，可他们对利玛窦却还能保

持着强烈的同情。这种赞扬性的评价显而易见应归于他的善行与科

① 维 马 《必须了解中国》第廉 页，佩兰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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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似乎应特别归于他对使命的机智和灵活性。

对天主教来说，佛教是个可怕的对手。如果我们浏览一下传教

士们的著作，我们会读到对佛教徒的辛辣的批评，傅圣泽（

对德拉福斯 公爵写道：“和尚是我们所信仰的圣教理论（

的大敌，他们一般总是恶意中伤我们的首倡者，他们巧舌如簧地在人

民中间散布流言蜚语。为了丑化我们，又用千奇百怪的没有半点信

仰的故事来添油加醋。”①

但是，人们不应该对这种敌视过分渲染。我们知道利玛窦与和

尚袾宏之间有友好的书信往来。此外，在《天说》中，袾宏为我们提

供了这样生动的事实：“一老宿言：‘有异域人，为天主之教者，子何

不辩？’予以为叫人敬天，善事也，奚辩焉！”

约在 世纪末，在徐光启的鼓励下，天主教传播很快。一位文

人陈思淳有一本叫《天文学入门》的著作。在这本著作中，他攻击天

主教。他把这部书的手稿寄给了济明和尚。济明和尚是知识界的名

人。后者回信给他：我高兴地看到你的信和读了你的著作，由于我脱

离了世俗生活，所以我不愿挑起争论。你说传教士极力攻击佛教，我

可以告诉你佛是任何东西也毁不掉的。而且，目前佛教徒们不再恪

守其本分了，他们保留的仅仅是形式而已。传教士们的攻击倒会使

他们认识自己的真实处境，从而回到自己的真正使命上来。对于佛

教来说，这是一种祝福。这封信相当清楚地向我们表明了在天主教

传入以后的佛教的态度。

在中国现代文明史中，通过耶稣会士们而引入的试验科学，对于

我们似乎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事件。出于对科学的热爱，传教士们特

别为中国文人所重视。在他们之间，存在着真诚的交往，但同时也存

在着天真的误会。梅文鼎 的诗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梅文鼎是著名数学家，他认为，要和传教士们一起研究数学，必

须成为基督教徒。由于他想保持自己思想的完好无损，因此，尽管他

①《耶稣 页卷第会士书简集》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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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爱科学，却不敢接近这些宗教。这使他感到痛苦，然后，当他得知

，即薛凤祚）在没有成为基督教徒的情况下，由学者薛仪甫（

穆尼阁 ）指导，达到 一种科学的高神甫（

度，他感到非常吃惊。他的这首给薛仪甫的诗，表现了面对传教士的

中国人心理上的有趣面貌之一。

大地一黍米，包举至圆中。

积候成精测，宁殊西与东。

三角御弧度，八线量虚空。

窃观欧罗言，度数为专功。

思之费寝食，奥义心神通。

简平及浑蓋，臆制亦能工。

唯恨栖深山，奇书实罕逢。

我欲往从之，所学殊难同。

讵忍弃儒先，翻然西说攻。

或欲暂学历，论交患不忠。

立身天地内，谁能异初终。

晚始得君书，昭昭如发蒙。

曾不事耶稣，而能彼术穷。

乃知问郯者，不坠古人风。

安得相追随，面命开其矇。

总之，指出中国的天主教文人对基督教的赞颂是适当的，他们的

评价是确切的，这些评价，能使我们对耶稣会士在中国的活动有一个

全面的看法。

谢肇淛 写道：“天主国在佛国之西，其人通文理，

儒雅与中国无别。有俐玛窦者，自其国来，经佛国而东 ⋯其书有

《天主实义》，往往与儒教互相发，而与佛老一切虚无若空之说，皆深

低之。是亦迷杨之类耳。⋯⋯其说为近于儒，而劝世较为亲切，不似

释氏动以恍惚支离之语愚骇庸俗也。与人言恂恂有礼，词辩叩之不

竭。异域中亦有人也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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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作家张尔岐（ ）为我们描绘出利

玛窦一幅惟妙惟肖的画像。这幅肖像是一个珍贵的明证，因为张尔

岐不仅对经典著作很博学，而且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请看他是怎样

描绘这位杰出的传教士的吧！

年利玛窦来到中国。皇帝命令官员冯琦（ ）了解

这位新来者的能力。冯琦回答说：“为严事天主，精器算耳。”他

秃头，赤肩露臂，人们以为他是印度的僧人，把他领到一座寺庙

时，他打手势说，他不信佛。之后，通过翻译，他说他是一位儒

生。找到一个安身的处所以后，他开始和一位中国的先生研究

经典著作。两年后，他大致地懂了这些经典的基本思想。他到

了北京。他的言论远比佛教的说教有说服力，他至高无上的思

想使他把对上帝的爱置于压倒一切的首位。他教导人们要审

慎、积极，他不禁止杀生，他的活动宗旨是反对佛教。当他看到

神明的偶像时，他建议把它们销毁。

如此生动准确的肖像，不需要加以评论。时代的总精神趋向是

积极的，基督教披着科学的外衣加以传播正是对中国当时的实际倾

向的一种反应。人们以基督教的积极的特点来与佛教分庭抗礼。

年发现的皇家档案第十一部卷宗，使我们了解到康熙五十

九年（ 年）十一月十八日皇帝召见耶稣会士的情况。这个皇帝

御笔修改过的文件谈到多罗来华后的礼仪之争。康熙对教士们说：

“自利玛窦到中国，二百余年，并无贪淫邪乱，无非修道，平安无事，

未犯中国法度。”“今尔教主，差使臣来京，请安谢恩。倘问及尔等行

教之事，尔众人共同答应中国行教俱遵利玛窦规矩。”

“贪淫”二字是皇帝亲笔加的，原文只有“并无邪乱”的字样。皇

帝的这个补充告诉了我们皇帝本人对耶稣会士的意见。

①张尔岐的《蒿庵闲话》记：“玛窦初至广州，下舶，髡首袒肩，人以为西僧，引至佛

寺，摇首不肯拜，译言我儒也。遂僦馆延师读儒书，未一二年，‘四子’‘五经’皆

通大义。乃入朝京师。所言较佛氏差为平实，大指归之敬天主，修人道，寡欲劝

专以辟佛为事，见诸经像及诸鬼神像，学，不禁杀生 辄劝人毁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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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会士们受到了非天主教文人一致而友好的承认。康熙年

间，天主教有很大发展，下一章，我们将阐述康熙与天主教的关系。

《耶稣会士书简集》为我们提供了为数众多的证明，我们只须引证一

位僧人玑山（ ）咏《澳门教堂》的两句诗就够了：

街口相逢者，

皆是去教堂。

二、康熙皇帝和耶稣会士们

岁的顺治皇年， 帝驾崩，并指定其第三个儿子即后来有

名的康熙，这位“中国的路易十四”①继位。在这位皇太子未成年之

前，由皇家四位亲王摄政，但他们的决定需得到皇太后的批准。

妃嫔所生的康熙皇帝，从童年时代就表现出少有的聪明和智慧。

年处决他的大臣鳌拜之后 白晋在自，愈加显示出他的性格。

己的著作中说：“他的威严构成中国皇帝的历史性的肖像。”他身材

匀称，气宇非凡，面容端庄，双眼比他同族的人要大而且炯炯有神，鼻

梁微弯，鼻尖圆润，天花在他脸上虽然留下了几个麻点，但丝毫没有

使他焕发的风采减少分毫。

康熙皇帝面色温和，显得有几分仁慈而温文尔雅。据当时的回

忆录载，他的威仪不仅不会使人恐惧，而且会使人产生一种爱戴感。

一眼便使人看出，他是天朝大国的主宰。 《耶稣会士书简集》的序

言中，对康熙皇帝的精神面貌有所描述：“他襟怀磊落的精神，使他

根布鲁凯尔（ ）神甫： 世纪传教士绘制中国地图和书简集 据未出版

文献整理） 页，巴黎第 年。

页册第《清代通史》第 卷第 。

白 页，巴黎晋：《中国皇帝康熙传》第 年。

神甫在陪皇帝旅行中，陛下向他问道：在法语中南怀仁 有几种鸟叫什

么名字，几年以后，遇到同类鸟时，皇帝陛下可以用南怀仁神甫的语言向他说出

这种鸟的名字。 页。参见《中国皇帝康熙传》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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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了尊敬，这是任何矫揉造作和虚伪掩饰者所绝不能获得的尊敬。

他那幸运而忠实的记忆力，遇事胸有成竹的果决，三思而后行的审

慎，都使他永远充满睿智，永远不动声色和泰然自若。”①

耶稣会士们所做的这种褒扬性的描述是符合实际的。在皇帝与

教士之间建立起一种和谐与默契的相互关系。从我们以上的叙述中

可以看到，这种热情是出于不同的动机：皇帝一方是为了科学，另一

方，传教士们是为了传播《圣经》。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当代人强烈

地谴责传教士们是在寻求社交的荣耀和大人物们的庇护。请看下面

的事实，传教士们的反对者在宗教和礼仪的探讨性的争论中表现出

盲目的反对情绪，争论的双方被情感迷住了眼睛。当汤若望（

）被任命为钦天监正时，耶稣会士安文思（

）于 年初向他发难，并于该年年中，上书要求罢免汤若

望。在罗马书院的教授们进行了长达十五年之久的一系列调查之

后，耶稣会会长奥里瓦（ 才得出如下的结论：“看来汤若

望神甫像从前一样工作。为了基督教的繁荣、稳固和扩张，他负起如

此重大之使命，并没有感到困难。” 这是 月 日的年 事了。

康熙皇帝与耶稣会士的关系自然而然地引出如下三个问题：

为什么康熙如此器重这些宗教人士？

他们的关系是怎样形成的？

其结果又如何？

我们试着回答这些问题，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对这些问题所提出

的答案，将有益于理解杜赫德的著作。

（一）为什么康熙重视耶稣会士

可以说康熙皇帝对传教士特别是耶稣会士的亲善是出于他的天

性：“他生来就有一种博大，睿智和 这三种品质足以好奇的精神。”

《耶稣会士书简集》，《中① 页，巴黎，国回忆录》第 卷第 页、第 卷第

年。

拉 塞② 德 尔维耶尔（ ：《一部新作中的汤若望神甫》，载《传教史》

年杂志， ，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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